
日印特別戰略夥伴關係：

新形態的戰略合作關係

林賢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摘要

本文檢視2005年以降日印兩國建構在外交、經濟、與防衛等領域合作

的制度化過程，是否意味著將邁向同盟關係發展。日印兩國與中共之間分

別存在著領土主權爭議，再加上中共積極擴大在印太區域的軍事存在，平

衡中共威脅成為日印發展戰略合作的重要動機。2014年9月，日印將兩國

戰略合作關係提升為「特別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勾勒出雙方戰略合作

的路線圖，以共同發展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繁榮，以及確保印太海洋

的交通線安全。不過，受限於國內共識與軍事實力不足，以及擔憂中共採

取反制措施，短期內日印兩國不可能建構以中共為對象的同盟。

關鍵詞： 結盟、戰略夥伴關係、東進政策、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戰略、馬拉巴

爾

*　　*　　*

DOI：10.30390/ISC.202106_60(2).0002  59



60　問題與研究　第60卷第2期

壹、前言

2010年以降，中共在東海以及南海的獨斷舉動，被2012年12月再度組閣

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視為威脅日本安全的外交安保危機。另一方面，印度曾於

1962年與中共爆發國境戰爭，迄今雙方國境界線糾紛未解，中共崛起也讓印

度感到不安。其次，中共海軍艦艇頻繁出現在印度洋海域，並且建構對印度

形成包圍態勢的中繼港口，特別是在吉布地（Djibouti）建構首座海外基地，

以及援建「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進入

波斯灣的瓜達爾港（Gwadar Port），對印度構成戰略壓力。本文以為，由於

日印兩國各自與中共之間存在領土爭議，憂慮中共企圖憑藉實力片面變更現

狀，強化安全合作以「平衡」（balance）中共威脅，即成為日印兩國建構戰

略夥伴關係的安全動機；另一方面，誠如印度首相辛哈（Manmohan Singh）

於2006年12月14日在日本國會演說所言，經濟關係應該作為日印兩國關係的

基礎（ユーチューブ 2006），日印兩國在經濟上的互補性，亦即，日本經濟

實力與高科技發展，與印度龐大市場潛在力的相互吸引，成為日印戰略夥伴關

係的經濟動機。

後冷戰初期，印度提出「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尋求與亞太國

家發展經貿關係，其後因印度於1998年實施核武試爆遭到日本制裁，導致日

印關係陷入僵局。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赴印度訪問，與印度首相瓦杰

帕伊（Atal B. Vajpayee）達成建構「全球夥伴關係」（Global Partnership）共

識，打開日印關係的僵局（溜和敏 2017, 221-239）。2005年4月，日本首相小

泉純一郎訪問印度，與辛哈首相達成兩國首相每年互訪的共識。在此機制下，

辛哈於2006年12月訪問東京，與第一次擔任首相的安倍晉三為日印兩國發展

全球性「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定調。2007年8月，安倍應邀

以第一位日本首相在印度國會發表演說時強調：「日印兩國關係正是世界上蘊

藏最具可能性的兩國關係」、「強大印度是日本的利益，強大日本是印度的利

益」（外務省 2007）。翌年10月，辛哈在東京與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簽署「日

印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讓印度成為繼美國、澳洲之後，與日本發表安全

共同宣言的第三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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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安倍第二次內閣制定日本首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強

調「開放與穩定的海洋」是日本繁榮與生存不可或缺的條件，特別是從印度

洋連結西太平洋到日本、亦即所謂「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 Ocean,以下

簡稱：印太）的「海洋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形

同日本的生命線，因而將印度列為次於美國、韓國、澳洲、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以下簡稱：ASEAN）國家的戰略夥伴

（內閣官房 2013）。該戰略公布前不久，安倍內閣安排天皇明仁赴印度進行

史上第一次訪問，彰顯日本重視日印關係。同樣地，印度為彰顯印日關係的重

要性，也首度邀請安倍作為2014年1月共和國紀念日閱兵典禮主賓。同年5月

就任的印度首相莫迪（Narendra Modi），以日本作為出訪南亞區域外國家的

首站，突出日本在其「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的優先地位。其後，安

倍提出「自由開放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戰略，企圖建構「免

於武力脅迫，重視自由、法治、市場經濟與繁榮」的印太區域。另一方面，莫

迪政府則著手強化與日本、ASEAN等亞太國家的合作關係，也尋求與日本印

太戰略對接，因而促成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再強化。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日印兩國強化戰略合作的「結盟」

（alignment）過程，以及雙方確保能源供應安全、穩定的印太區域權力平衡

等共同戰略目標，並且檢視日印兩國在經濟、政治外交、安全與防衛等領域

進行戰略合作的制度化發展。本文認為，中共崛起導致印太區域權力結構失

衡，對日印兩國利益造成威脅，是日印兩國尋求在印太區域結盟—發展「戰

略夥伴關係」
1
—以平衡中共的安全動機。同時，擁有高尖端產業科技、

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是提供印度最大規模「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以下簡稱：ODA）的國家，足以協助印度發展經濟的

相對強大夥伴，而印度龐大人口的潛在市場，則是日本推動經濟再生的動力

源，緊密化日印經濟關係，即成為強化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經濟動機。

1	 從2005年小泉純一郎內閣賦予日印「全球夥伴關係」的戰略性方向，一直到2014年安
倍內閣的「特別戰略全球夥伴關係」，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名稱，因關係強化而迭有

變化，參閱：林賢參（2018）。本文一律以「戰略夥伴關係」概念涵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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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此，本文透過相關文獻的彙整，對前述假設命題進行驗證。在驗證

過程中，本文將從「結盟」的概念，闡述近年來日印兩國除了強化經濟合作關

係之外，也逐步強化安全與戰略對話的層級與範圍、實施聯合軍事演習、以及

軍事技術與裝備移轉在內的戰略夥伴關係，強調其迥異於以特定對象為假想敵

的「同盟」（alliance），係後冷戰時期逐漸發展出來的國家間戰略合作「範

例」（paradigm）。以下第二節，彙整知名同盟政治研究學者史奈德（Glenn 

H. Snyder）等人的文獻，對於結盟、戰略夥伴關係與同盟的定義進行區隔，

作為解構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概念性分析架構；第三節將探討日印兩國各自對

外結盟的歷史經驗，以及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第四節則是闡述日印兩國

由經濟夥伴關係提升至特別戰略夥伴關係，並且將經濟與安全戰略合作相連結

的內涵，探討兩國強化具有國防意涵的經濟合作，以及深化安全戰略合作廣度

與深度的意圖；最後的結論，驗證日印兩國締結戰略夥伴關係的經濟與安全動

機，以及兩國邁同盟或「準同盟」（quasi-alliance）的制約因素。

貳、文獻回顧與界定「戰略夥伴關係」

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確保生存與繁榮的目標，可採取動員國

內資源以強化權力的「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以及當自身權力不

足時，與外國合縱連橫的「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措施，以平衡潛

在對手的威脅或相對權力。與感受到相同威脅來源的國家締結正式或非正式同

盟以平衡威脅，即是外部平衡的主要手段（王義桅、唐小松、潘崇易、張登及 

2014, 210-211）。因此，尋求與外國的結盟，包括締結同盟條約、或其他安全

合作模式或形態，即成為國家在國際體系重要的互動模式。以下將透過文獻回

顧，釐清本文分析概念「戰略夥伴關係」的定義及其特性。

一、「戰略夥伴關係」不等同於同盟

「戰略夥伴關係」與「同盟」一樣，屬於結盟模式的一種類型，但是，兩

者的性質不同。現實主義者認為，同盟是判斷戰爭有潛在可能的國家，為了

嚇阻戰爭的爆發，或者是自認無法單獨對應戰爭時，尋求與其他國家達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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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防衛、嚇阻戰爭爆發及其危機管理的約定，包括正式條約或「心照不宣」

（tacit）的約定。「同盟形成」（alliance formation）的基本要件，在於國家

間共有的利害關係，一旦利害關係消失，同盟將失去存在基礎。國際政治學界

對於同盟的定義，雖然莫衷一是，但是，普遍認為締結同盟的主要目的，在於

共同防止威脅、確保安全或利益（土山實男 2004, 299-303）。因此，同盟關係

特別置重點於安全確保，準備軍事力量共同防衛來自特定第三國的敵對威脅。

誠如史奈德（Snyder 1990, 110-111）所言，同盟是要付出代價，亦即，冒

著被同盟捲入戰爭的風險（risk）或限縮本國的戰略選項，甚至因而加深對手

的敵意，並誘發對手建構敵對同盟。例如，擔心中共可能強化與巴基斯坦的同

盟或準同盟關係，成為制約印度與日本結盟的因素之一。史奈德較早期的研

究指出，國家在締結同盟時，可能會面臨兩種類型的「同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亦即，對同盟過度承諾，擔心被同盟國「捲入」（entrapment）

與本國利益無關聯戰爭的困境；承諾過於薄弱，以搭便車心態而不願意「分攤

責任或風險」（burden-sharing），當國家面臨威脅時，可能遭到盟國不履行

承諾的「背棄」（abandonment）困境（Snyder 1984, 461-495），而這就是包

括印度在內的許多國家不願意締結同盟條約的原因。

沃爾特（Stephen M. Walt）將「同盟」廣泛定義為「兩個或更多主權國家

之間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arrangement）」，俾便「確定在國

際事務中促使國家相互支持的廣泛力量」，並強調：刻意區分同盟與結盟的定

義，可能導致誤解，因而將非正式或準同盟關係包含在結盟之內（Walt 1990, 

12）。不過，史奈德（Snyder 2007, 4, 7-8）認為，「同盟是國家所建構為行

使（或不行使）軍事力量的正式組織，在特定情況下，對抗成員國以外的國

家」，因此，同盟只能是某種形式的正式協定結果，其定義迥異於沒有協定或

條約束縛的結盟。史奈德強調，正式同盟只是創造或強化結盟的手段，同盟

是結盟的分支，不同的是，同盟是建立在付隨著具體性要素、法律上與道德

上的義務、互惠的明文協定或條約，結盟則不負擔相互防衛的義務。史奈德

（Snyder 1990, 104-106）早期的研究指出，「結盟是一種複數國家之間的相互

期待，當成員國與其他特定國家發生紛爭或戰爭時，能夠彼此相互支援，這種

期待主要來自於共同的利益或敵人，並且會隨著國家利益、國內政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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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行為認知的改變而變化—增強、減弱、或消失」。其次，瓦德（Michael 

D. Ward）也認為，結盟是透過各種行動、而不是正式條約展現出來，比同盟

具有更廣泛的概念，原因在於它不像後者僅只是聚焦於國際政治的軍事領域

（Wilkins 2012, 56、58）。

梅農（Rajan Menon）甚至預測，後冷戰時代美國在西歐與亞洲的同盟網

絡逐漸產生質變，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NATO）、美日與美韓等同盟形態終將結束，由在特定議題或挑戰

當中與美國具有共同利益的結盟取而代之，19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Lord 

Palmerston）所謂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格言，將再次獲

得驗證（Menon 2003, 1-20）。誠如卡納（Parag Khanna）所言，我們現在是

「處於結盟、而不是同盟的世界」，而戰略夥伴關係即是結盟的一種新形態

（Wilkins 2012, 54、58）。事實上，冷戰結束以降，締結同盟條約日益顯得過

時，而摸索新型國家間緊密合作關係的結盟，特別是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動

態，則成為國際社會矚目的焦點，也是日印兩國對外結盟的重要行為模式。

二、「戰略夥伴關係」的特性

誠如伍德曼（Stewart Woodman）所言，1990年代以降，國際社會的結盟

形態已經由建立在軍事力量的正式同盟，轉向基於特定議題的「暫時性權宜

措施」（transient marriages of convenience）。威爾金斯（Thomas S. Wilkins）

認為，不同形態結盟的出現與發展，例如，「志同道合者聯合」（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以及戰略夥伴關

係，並未依循傳統的軍事同盟範例（Wilkins 2012, 54）。美國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於2001年，集結同盟友好國家組成「志同道合者聯合」，對伊

拉克發動攻擊的反恐戰爭，即是一種非正式、暫時性的結盟範例。至於安全共

同體，例如，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已經是個全面發展的安全共同體，

而ASEAN則是初期發展的安全共同體。

白石昌也（2014, 2）表示，戰略夥伴關係的合作強度遠不如同盟，只是

比一般友好國家間關係還要緊密，在高度互信的基礎上，建構彼此在政治、經

濟、安全、文化等領域進行長期的相互補強、對等的合作與交流關係。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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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戰略夥伴關係是一種兩國之間基於對等、平等、尊重、互惠的立場，長期

間共同合作以發展互利共榮關係，雙方或許存在著共同的威脅來源，但是，它

不是用以對抗威脅為目標，迥異於提供防衛承諾的同盟。威爾金斯（Wilkins 

2012, 67-68）認為，戰略夥伴關係是新形態的結盟，廣泛使用於俄羅斯與其他

大國關係，反映出當代國際關係的轉型，雖然學界對其定義並無共識，但是，

不能將其視為同盟或聯合的同義字。威爾金斯強調，基於國家間的結構性合作

以獲取經濟機會的益處或有效因應威脅，遠勝於國家孤立行動的考量，國家選

擇與他國建構戰略夥伴關係，除了共享情報、技術、資源之外，也共同分攤責

任或風險。同時，威爾金斯列舉戰略夥伴關係的特性如下：

第一，組成目的是普遍性的，不著眼於嚇阻或打擊敵對國家等特別任務，

並且主要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

第二，主要是「目標驅動」（goal-driven），而不是「威脅驅動」

（threat-driven），雖然彼此有關切的共同安全議題，但是，並不將特定國家

視為共同的威脅。

第三，趨向非正式的，承擔低成本的承諾，行動不受到同盟條約的束

縛，保留較大程度的自主性與彈性，從而減輕同盟的捲入困境。不過，並不

排除雙方針對特別議題發表共同聲明與「建立信任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第四，經濟交流在合作領域中顯得很重要，是夥伴關係的主要驅動力之

一，但是，其中也包含更多的傳統安全問題，反映出經濟在當代國際舞臺上，

與軍事力量同等重要的情況。 

因此，威爾金斯（Wilkins 2011, 123-124）認為，戰略夥伴關係是很好的

結盟形態，不但可以因應威脅，也不至於激怒大國，甚至還可以保持「避險」

（hedge）能力，渠引述高德斯坦（Avery Goldstein）研究指出，戰略夥伴關係

的基本構成要素，包括承諾提升穩定的關係與廣泛的經濟交流、消除國內政治

分歧俾便共同致力於國際外交上的共同關心議題，以及常態性頻繁的官方互

訪，特別是軍方代表以及政府高層的定期峰會。

納德卡尼（Vidya Nadkarni）指出，戰略夥伴關係已經成為許多主要國

家之間部署彼此關係，因應後冷戰時期亞洲安全情勢的首選工具（Nadkar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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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44）。俄羅斯總統葉爾辛（Boris Yeltsin）於1996年4月，在北京與中共

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共同聲明，將兩國關係定位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在此架構下，中俄戰略合作持續升溫。2001年簽署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

約》規定，雙方的「軍事和軍技合作不針對第三國」，即使「出現締約一方

認為會威脅和平、破壞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針對締約一方的侵略威脅的

情況」，但是，僅止於「立即進行接觸與磋商」，排除共同對應第三國威脅

的同盟內涵。2011年，中俄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方持續

謀求經貿與科技合作的互補互利，除了首腦定期互訪之外，也建構外交、軍

事、戰略安全、情報等高級別對話機制，共同主導「上海合作組織」以及海

上聯合軍演，逐漸充實戰略夥伴關係的內涵 （李靜杰 2002，97-114）。納德

卡尼（Nadkarni 2010, 52-80）認為，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植基於共同反對美國與

NATO的聯合戰線，其核心在於牽制美國、雙方互利互惠的軍售與經貿關係、

以及逐漸升級的安全戰略合作。由此可知，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具有經濟合作、

高層互訪、戰略對話與軍事交流（演訓）等制度化措施、不提供相互防衛承諾

等特性，讓中俄戰略合作成為探討戰略夥伴關係的範例。

參、日印兩國對外結盟經驗

在釐清戰略夥伴關係概念之後，以下將彙整近現代日本、印度各自的對外

結盟經驗，並且檢討日印結盟關係的相關文獻，做為分析現階段日印戰略夥伴

關係及其今後可能發展的基礎。

一、日本對外結盟行為模式

近代日本外交史上，對日本具有關鍵性影響的結盟經驗，可以做為探討

當代日本對外結盟行為的參考。例如，第一次與第二次的日英同盟（1902、

1905）、德義日三國同盟（1940）、或者是戰後兩次的美日同盟（1951、

1960），具有為平衡帝政俄羅斯/蘇聯的威脅，同時也具有與強者結盟以擴大

利益的「獲利型扈從」（bandwagon for profit）、甚至是趁機攫取利益的「豺

狼型扈從」（Jackal bandwagoning）（土山實男 2004, 307; Schweller 199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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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其次，川崎剛（2008, 115-128）認為，第一與二次日英同盟、第一次

美日同盟，既是日本扈從於強者的形態，同時也具有平衡威脅與擴大利益的雙

重目的，而第二次美日同盟則無法確認；另外，第三次日英同盟（1911）則是

不具備共同威脅，而是單純的擴大利益型同盟；至於日本與德義兩國締結成為

三國軸心，乃是平衡威脅型同盟。本文認為，戰後日本與美國締結安保條約，

乃是典型的「獲利型扈從」，除了是利用美國以平衡蘇聯威脅之外，也包含利

用美國援助以發展經濟，並藉此提升日本國際地位的雙重動機。

後冷戰時期，蘇聯威脅由北韓開發核武以及中共崛起的威脅所取代，面對

此等威脅，日本除了增強自衛隊戰力等內部平衡措施之外，也推動與美國等

同盟友好國家合縱連橫的外部平衡作為，特別是安倍內閣以推動「戰略外交」

為名，與具有戰略重要性國家發展戰略夥伴關係成為主流。白石昌也（2014, 

5）於2012年12月8日，以「戰略夥伴關係」關鍵字在外務省官網搜尋到637

件，而本文於2021年2月15日也以同樣關鍵字搜尋，則出現9,030件。其中，除

了印度之外，日本已經與澳洲、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寮國、柬

埔寨、蒙古、英國、法國、俄羅斯、巴西等超過20個國家、歐盟與ASEAN建

立戰略夥伴關係，成為日本外交的新形態。其中，日本與澳洲的戰略夥伴關

係，
2 乃是討論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對照組。1997年4月，日本首相橋本龍太

郎訪問澳洲，與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W. Howard）達成日澳首腦每年互訪的

共識，奠定日澳戰略夥伴關係的基礎。其後，在日澳兩國共有民主價值觀、確

保亞太區域穩定與海洋交通線安全的共同利益、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等基礎

上，隨著與雙方共同的同盟國美國強化防衛合作，日澳戰略夥伴關係亦隨之強

化。

2006年3月，日澳兩國外長在澳洲發表「邁向建構全面性戰略夥伴關

係」共同聲明，並且與美國舉行首次三國外長戰略對話（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其後，在安倍第一次內閣任內（2006/9~2007/9），日澳兩國發

表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及其行動計劃，並且召開首次「外交與國防部長聯席會

議」（泛稱「2+2會議」），開啟日本與美國以外國家進行安全合作的歷史性

2	 有關日澳戰略夥伴關係的事例研究，參閱：Wilkins（2011, 12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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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外務省 2019a）。在此基礎上，日澳兩國陸續簽署部隊相互提供後勤支

援的《物品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 

以下簡稱：ACSA）3
（2010年）、情報交換的《情報保護協定》（Information 

Security Agreement）（2012年）、軍售與技術移轉的《防衛裝備品與技術移轉

協定》（Transfer of Defenc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2014年）。2018年

10月10日，在澳洲舉行的日澳「2+2會議」發表共同聲明，再度確認兩國「特

別戰略夥伴關係」，以及期待早日完成締結《訪問部隊地位協定》（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交涉、4 決定自2019年起開始實施戰鬥機共同訓練（日本経

済新聞 2018a）。基於日澳兩國戰略合作關係的急速發展，日本國內將澳洲視

為準同盟國的看法已經定型（佐竹知彦 2019；Garnaut 2014）。

阿久津博康（2010, 423-454）將日澳、日印、日韓、韓澳等四組雙邊安

全合作視為「準同盟合作」模式，該模式植基於共通的「背棄恐懼」、「威

脅」、「利益」、「價值觀」基礎上，以及透過彼此間「制度化的政治與行政

連結」等五項因素所形成。具體而言，由於對美國承諾的不安，美國亞洲盟邦

彼此間雖然沒有同盟條約，卻逐漸建構出雙邊安全合作關係，以緩解對美國承

諾之不安，此等雙邊合作即是準同盟關係。阿久津認為，日印兩國只有在威

脅、利益、價值觀等三項因素具有堅強基礎，如果兩國要發展準同盟關係，就

必須加強在「制度化的政治與行政連結」項目。不過，阿久津的準同盟論，並

未包括同盟重要構成因素：安全承諾。從相互防衛的觀點來看，受限於憲法

第九條規定的日本，無法提供對外國的安全承諾。2015年9月，日本國會通過

《和平安全法制》，授權日本政府可以派兵協防與日本安全具有脣齒相依關係

的國家，此舉雖然擴大日本與外國發展準同盟關係的想像空間。但是，該法案

3	 ACSA係規範締約國軍隊間相互提供食物、燃料、彈藥、運輸、醫療等後勤支援的條
約，日本迄今已經與美國、英國、澳洲、法國、加拿大等五國締結。日印ACSA原預定
於2019年12月舉行的日印峰會時達成最終共識，因峰會延期而未實現。其後，受到新
冠狀病毒（COVID-19）全球大流行影響，改由日本駐印度大使鈴木哲與印度國防部次
長庫瑪（Ajay Kumar）於2020年9月9日在印度德里簽署。外務省（2020a）。

4	 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COVID-19疫情期間的2020年11月17日訪問東
京，與日相菅義偉達成規範日澳兩國部隊進入對方境內的法律框架《相互准入協定》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內容架構共識，嗣後再由外交與法務部門協議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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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議期間引發憲法學界一面倒地批判違憲，以及大規模群眾走上街頭抗議，

主要媒體民調也是反對遠高於支持，再加上該法案附帶決議規定，計畫派兵到

海外協防他國時，必須毫無例外地獲得國會的「事先承認」，勢必降低日本對

外承諾的可信度。

二、印度不結盟傳統與戰略夥伴關係外交 

自1947年獨立建國以降，印度在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倡導下，堅

持不加入美蘇陣營的不結盟運動，被視為印度外交傳統。當時印度不結盟的內

涵，包括不參加軍事同盟、堅持獨立自主外交，並且反映在與美蘇兩國以外的

不結盟國家維持合作關係（堀本武功 2006, 36-47）。但是，為平衡中共與巴

基斯坦結盟的威脅，印度於1971年8月與蘇聯締結具有同盟意涵的《印蘇和平

友好合作條約》，偏離不結盟路線。以此為契機，蘇聯不但成為印度的武器

供應國，也是印度外交的重要夥伴。其後，由於美中關係正常化與印美關係

惡化，形成美中巴三國與印蘇兩國的冷戰對立結構（堀本武功 2012, 37-68；

2006）。誠如莫漢（C. Raja Mohan）所言，當國家利益需要時，印度與蘇聯

簽署具有同盟特徵的條約，甚至於2005年分別與中共、日本發展戰略夥伴關

係，以增加印度的戰略選項（Mohan 2006, 17-32）。

拉賈戈帕蘭（Rajesh Rajagopalan 2017）指出，對印度而言，沒有相對良

好的安全環境，是難以追求不結盟的政策選項。拉賈戈帕蘭強調，由於中印兩

國存在著地緣鄰近性、國力巨大差距、以及領土爭端等因素，再加上中巴兩國

緊密的戰略合作關係，單靠印度自身力量是不足以平衡威脅，此一狀況不但限

制印度不結盟的可能性，也迫使印度必須與有助於印度平衡中共、協助其提升

能力的相對強大夥伴結盟（Rajagopalan 2017）。誠如伊豆山真理（2020）所

言，印度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目的，在於獲得美國承認印度的國際地

位、特別是核武國家地位，以及美國援助印度強化在既有國際秩序上善盡責任

的能力。

後冷戰初期，印度採取全方位外交，對於重要兩國關係賦予戰略夥伴的定

位。喬杜利（Rudra Chaudhuri 2009）認為，戰略夥伴關係是「目標驅動」的

合作形態，不同於同盟的「威脅驅動」，是建立在確保夥伴國家實現共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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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基礎上，前述印蘇條約是印度首次的戰略夥伴關係，就如同印度於2009

年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一樣，都不影響印度的主權性決定（Chaudhuri 

2009）。莫漢（Mohan 2006）甚至認為，雖然美國與印度簽署民用核能合

作協定，以及涵蓋情報合作、聯合軍演與軍售的《國防關係新框架》（New 

Framework for Defense Relationship）協議，但是，印度基於自身安全利益優先

以及不屈就為「從屬夥伴」（subsidiary partner）的考量，不可能與美國締結

正式同盟。自1997年以降，印度陸續與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巴西、東

望政策對象國、西歐國家、以及重要產油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從印度立場來

看，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資金、技術、市場，是印度發展經濟不可或缺的要

素，同時發展與中俄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不但可以迴避對任何一方的過度依

賴，也可以作為交互牽制的籌碼。

2011年11月，印度「國家安全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發表報告指出，戰略夥伴關係是21世紀新形態國際關係，

有別於冷戰期間相互對抗的同盟，夥伴國家會進行國防裝備與技術移轉、軍

事演習、核能合作、貿易投資、關鍵議題的外交支持，以及科技、教育、資訊

與傳播技術、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合作領域或程度則依夥伴國不同而有所差

異。該報告從政治外交、經濟、國防等三個領域，評估印度締結戰略夥伴關係

的俄羅斯、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六國與印度關係的評比。其中，

由於日本在國防合作項目得分為零，在政治外交合作得分也不高，因而名列最

後。不過，誠如報告結論所言，日印關係正處於起飛階段，經濟合作潛力顯而

易見，再假以時日發展國防合作，並且致力於與印度所關切政治外交議題的合

作，日印關係可望大幅提升（Kumar et al. 2011）。研究團隊成員之一的前印

度外交部長席保（Kanwal Sibal）指出，與所有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並且在可

能的領域建立友誼的夥伴關係，符合印度的利益；戰略夥伴關係是印度外交

的「宣示性」（declaratory）術語，其目的在強調深化雙邊長期的戰略合作關

係，以及促進在共同利益上的政策趨同，此等關係可以淡化不結盟傳統，並且

輔以「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概念，讓印度外交政策選項更具有彈

性與獨立性（Sibal 2012）。

席保所指的「戰略自主」，成為印度政府支援的研究團隊於2012年2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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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不結盟2.0」（Nonalignment 2.0）報告的關鍵術語。該報告指出，國力漸

增的印度應該比以往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實際上印度也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期

待。不過，研究團隊認為，印度國力與國際社會的期待存在巨大差距，建議以

「戰略自主」作為今後外交國防政策的基石，並強調印度雖然不排除與特定國

家建構緊密的合作關係，卻必須確保攸關印度國家利益議題的自主決定，不

介入與印度利益無關的紛爭。其次，研究團隊認知到中印國力的差距，再加

上美國對中政策的不確定性，主張印度必須維持彈性的政策選項，不應與特

定國家結盟或選邊站（Khilnani et al. 2012）。誠如坎貝爾（Kurt Campbell）所

言，「印度有著難以置信的獨立外交政策，也許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如

此」，希望與印度結盟以對抗中共是不切實際的想法（美國之音 2017）。堀

本武功（2009, 24-31）也認為，印度如同是「亞洲的法國」，雖然與歐美共有

利害關係，卻是以自有的「稜鏡」（prism）與國家利益來看待世界，質疑印

度與他國締結同盟的可能性。不過，誠如拉賈戈帕蘭（Rajagopalan 2017）所

言，當國家面臨嚴重威脅時，結盟反而可以提升戰略自主，不結盟反而會傷害

印度的戰略自主。

三、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

威爾金斯（Wilkins 2011, 116、136）認為，面對後冷戰時期不確定的

國際環境以及國內政經制約因素，日本採取雙軌安全防衛政策，除了持續

強化美日同盟關係之外，也積極創造新型雙邊合作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

打造與澳洲、印度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增加對外政策的「可操作性」

（maneuverability）。日印兩國經濟具有高度互補性，日本擁有豐沛的資金與

高度技術，印度擁有龐大的勞動力與市場，增強雙方結盟的動機。其次，蘇里

（Anirudh Suri）強調，對日本而言，與印度建立更好關係有助於日本重建在

亞洲領導地位；對印度而言，與日本建構戰略夥伴關係將增加印度融入亞洲的

可能性（Suri 2007）。2005年4月，日相小泉與印度首相辛哈共同提出發展日

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八項戰略方針（外務省 2005），讓日印戰略夥伴關係進入

形成階段。在此階段，日印兩國基於共同的經濟與安全利益、價值觀或意識形

態，摸索共同因應國際環境不確定性風險的戰略合作可能性，在確認雙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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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戰略契合度後，即著手擬訂緊密化戰略夥伴關係的路線圖。

2006年9月成立的第一次安倍內閣，提出將歐亞大陸塊外緣建構成為「自

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構想，以及由美國、日本、

印度、澳洲參與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機制，

積極發展與印度的戰略合作關係，以確保亞洲區域權力平衡。翌年8月，安倍

在印度國會演講中表示，日印兩國人民間的相互親近感，
5 包含著對深化經濟

關係的高度期待，呼籲雙方合作建構「自由與繁榮之弧」。安倍指出，印太海

洋交通線是最重要的經濟運輸大動脈，日印兩國應該與美國、澳洲、以及其他

志同道合國家聯手確保其安全。其後，安倍與辛哈發表聲明，勾勒出透過經貿

交流與安全合作的兩條途徑以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路線圖，包括強化「政治、

安全、防衛等領域的對話與交流合作」、「全面性經濟夥伴關係」、「締結高

科技領域合作協定或備忘錄」、「民間、學術、文化的交流」、「區域與全球

性議題的合作」、以及「定期召開經濟戰略會議」等項目（外務省 2007）。

美國國防大學智庫報告指出，現階段印度雖然只是一隻小象，但是，其

體積龐大又處於發展期，擁有廣闊且存在主權爭議的中印國境邊界，足以牽

制北京的地緣戰略價值，是今後日本安全的最大資產（Lynch III and Przystup 

2017, 25）。莫漢（Mohan 2007）認為，由於美日兩國注意到印度崛起的戰略

意涵，因而迅速加強與印度合作，安倍在印度國會的演說中，即透露出日本

拉攏印度的意圖。莫漢強調，日印兩國基於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經濟與技術

的互補性、對於中共崛起的共同關切、維持亞洲區域權力平衡的共同承諾，

日印戰略夥伴關係將讓亞洲地緣政治產生不可逆轉的變化。其次，拉賈戈帕

蘭（Rajagopalan 2017）強調，印度希望與強而有力的夥伴在亞洲建構區域結

盟以平衡中共威脅，在避免被利用為大國競逐的馬前卒考量下，日本是唯一

與印度力量相匹配的結盟對象。前印度駐日大使奇諾伊（Sujan R. Chinoy）指

出，中共崛起衍生國際體系權力失衡的不確定性，根本改變日印兩國的經濟與

5	 日本外務省在印度實施民調顯示，76%認為日印關係「非常好」或「良好」，79%認為
日本對印度經濟發展有幫助，94%歡迎日本企業赴印度投資，92%認為日本是足以信賴
的友邦。外務省 （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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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關係，讓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意義更為深遠（Chinoy 2020, x-xii）。巴貝

伊（Kanti Bajpai）也指出，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發展的驅動力，除了經濟利益

因素之外，主要是中共崛起、美國的不確定性以及緊縮對亞洲盟邦承諾的可

能性等戰略趨動因素。巴貝伊期待日本協助印度提升經濟與技術能力，俾便

與ASEAN、澳洲等國合作建構抗衡中共在海洋亞洲影響力的「聯合」（Bajpai 

2019）。兩位印度裔學者甚至認為，日印戰略夥伴關係乃是因應美國無力維

持亞洲權力平衡的避險措施（Joshi and Pant 2015, 312-329）。總而言之，中共

崛起導致區域權力結構的失衡，驅動日印兩國緊密化戰略夥伴關係，幾乎是日

印關係研究學界的共同觀點。

莫漢（Mohan 2006）指出，雖然日印雙方並不希望將兩國關係奠基於對

應中共威脅的同盟，但是，雙方都知道深化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可開啟新的戰略

選項，並且降低中共崛起的負面衝擊。其次，日印兩國沒有戰略利益衝突，具

有共同的民主價值觀、追求確保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制度化秩序，以及制衡中共

稱霸野心的共同戰略目標，可謂是亞洲的「天然同盟」（Paul 2012, 31-50）。

此外，有研究認為，美日同盟是印度首相莫迪推動東進政策的重要支柱，再

加上日本制定《和平安全法制》，開啟與印度擴大防衛合作的新途徑，暗示

日印同盟的可能性（Singh and Yamamoto 2016, 111-123）。長尾賢（2017a）

甚至主張，持續強化的日印戰略夥伴關係已達到同盟階段。不過，對照前述

同盟定義，日印同盟顯然尚未達標，菊池努甚至認為是一廂情願的看法。
6 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兩位學者認為，面對印度不結盟的傳統，以及日本民眾強

烈反對《和平安全法制》，日印兩國不可能形成正式同盟（Hussain and Tan, 

2019）。穆克吉（Rohn Mukherjee）也認為，日印戰略夥伴關係提升為同盟，

將面對許多重大障礙，例如，印度堅持戰略自主、雙方限制安全承諾的動機、

同盟間的「推卸責任」（buck-passing）與「捲入困境」、中共採取經濟報復

的強度等因素（Mukherjee 2018, 835-859）。

6	 作者訪談，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教授菊池努，日本東京，201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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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充實戰略夥伴關係的合作基礎與制度化

日相安倍不顧國內反核輿論，與印度簽署《核能和平使用合作協定》，除

了著眼於出口核電設施與技術的經濟因素考量之外，也具有協助印度增強國

力以平衡中共的戰略考量。特別是美中權力消長之際，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

不安，導致日本尋求補強美日同盟的結盟，印度當然成為結盟的對象（Basu 

2016, 41-64；堀本武功 2015）。其次，日本著眼於印度的龐大市場，而印度

則著眼於日本的先進產業科技與資金，也是促成日印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動機

（Chand, Garcia, and Modlin 2018, 48）。此外，印度首相莫迪提出東進政策，

選擇日本作為出訪南亞區域外國家首站，與日相安倍發表將日印關係提升為

「特別戰略全球夥伴關係」（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的共同

聲明，表明雙方將定期實施外交、國防、財政、經貿、能源等多領域部長級對

話與合作。綜合前述可知，經濟與安全層面的合作，乃是架構戰略夥伴關係的

骨幹，本節將彙整近年來日印兩國充實這兩根骨幹的制度化發展，以及雙方在

印太區域合作的現況，呈現安倍與莫迪合作建構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內涵。

一、經貿投資與技術交流等經濟層面合作 

後冷戰初期，印度首相拉奧（Narasimha Rao）採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並且提出東望政策，以期搭上亞太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的順風車（堀本武功 

2006）。拉奧於1992年6月訪問東京，期待引進日本資金與技術。以此為契

機，日本對印度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以下簡稱：FDI）飛躍成

長，從1990年1,400萬美元暴增為1997年4.34億，雖然不如同期日本對中共投

資的5.79億、19.87億，日本提供印度ODA金額卻是扶搖直上，最高達到佔日

本對外ODA的40.5%，為日本企業投資印度鋪路。不過，由於印度存在交通與

電力等基礎設施不完備、複雜的稅制、以及勞動法等結構性投資瓶頸，讓日本

企業裹足不前，再加上日本因印度實施核試爆而採取停供ODA等制裁措施，

導致兩國政經關係陷入僵局（マドォチャンダ・ゴーシュ 2017, 61-80）。其

後，日本恢復對印度提供ODA，再加上日中關係惡化，印度於2003年起超越

中共，成為日本ODA的最大接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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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A乃是日本經濟外交的重要一環，由日圓貸款、無償資金協力、技

術協力等三項構成，提供低利率貸款給ODA接受國整備經濟發展所需的基

礎設施，提供日本企業赴該國投資的有利環境（マドォチャンダ・ゴーシュ 

2017）。基於印度的地緣戰略價值，以及緊密化日印關係的戰略構想，日本

近年來始終居於提供印度ODA國家的首位（表1）。日本提供印度ODA，主要

使用在建構電力與運輸等基礎設施、投資環境整備、以及人才養成等領域，置

重點於以下三個領域：強化印度國內主要產業都市或工業園區之間、印度東北

各邦與印度本土以及與東南亞之間的「連結性」（connectivity）；強化印度產

業競爭力；支援印度持續成長可能與涵蓋各層面的經濟發展等。日本外務省強

調，提供印度ODA乃是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構成要素（外務省 2016a）。

有鑑於印度感染COVID-19病毒人數眾多，日本駐印度大使鈴木哲於2020年

8月31日，在新德里與印度財政部經濟局官員以換文方式，承諾日本將提供

ODA無償援助資金10億日圓等值醫療器材（外務省 2020b），以及提供500億

為上限的緊急支援日圓貸款給印度（外務省 2020c），以協助印度強化抗疫能

力，展現兩國緊密的戰略夥伴關係。

表1　日本提供印度ODA統計（2013~17年度，單位：億日圓）

年度 日圓貸款 無償資金協力 技術協力 合計

2013 3,650.59 16.62 43.62 3,710.83

2014 1,186.43 2.17 44.86 1,233.46

2015 3,664.78 1.58 50.97 3,717.33

2016 3,713.45 1.10 159.50 3,874.05

2017 3,841.32 16 90.67 3,947.99

迄今累計 56,970.17 939.48 733.17 58,642.82

資料來源：外務省（2018a）。

隨著日本對印ODA的增加，日印兩國經濟關係日漸緊密，並反映在兩國

貿易以及日本對印FDI總額（如表2）。誠如凱爾德（Kent Calder）所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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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是國家安全的基礎，共同確保能源資源安全、以及在貿易、投資（資本流

通）、技術等領域的合作關係，都是構成同盟或戰略夥伴關係的經濟基礎（渡

辺将人訳 2008），加上企圖透過整備基礎設施以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印度「莫

迪經濟學」（Modinomics），與日本「安倍經濟學」（Abenomics）第三支箭

中的「基礎建設系統出口戰略」具有互補作用，特別是日本協助印度提升國

內、以及與南亞周邊國家、東南亞區域間的連結性，為日印經貿發展帶來新契

機。誠如前述安倍在印度國會演講所言，「強大印度是日本的利益，強大日本

是印度的利益」，互補型的日印兩國經濟合作可帶來雙贏的結果，更有助於戰

略夥伴關係的緊密化。

表2　日本對印度進出口與FDI統計（2010~19年，單位：億日圓）

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出口 7,917 8,821 8,454 8,390 8,610 9,813 8,892 10,435 12,362 11,965

進口 4,989 5,433 5,585 6,903 7,391 5,887 5,093 6,187 5,853 5,855

FDI 2,411 1,814 2,228 2,102 2,824 3,685 5,639 3,566 3,873 6,240

資料來源：外務省（2021）。

2014年9月，安倍在東京的日印高峰會議上表明，將倍增對印FDI金額與

赴印投資的日本企業數，特別是協助印度國內以及與區域外連結的基礎設施、

提升印度製造業能力，期待兩國經濟政策發揮協同增效作用。為此，雙方發

表「日印投資促進夥伴關係」，安倍承諾將在今後5年內挹注印度包括ODA

在內的官民投融資3.5兆日圓（外務省 2014）。為協助印度推動「印度製造」 

（make in India）構想，日本經濟產業省與印度商工省於2017年9月簽署「日印

投資促進路線圖」，獎勵日本企業赴「德里-孟買產業走廊」（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以下簡稱：DMIC）投資設廠等強化投資促進活動、協助印

度訓練技術人才、以及整備專供日本企業投資設廠的工業園區等措施。DMIC

乃是日本向印度提出的構想，包括由日本提供ODA鋪設長達1500公里的印度

「貨物運輸專用鐵道」（Dedicated Freight Corridor）西線，連結印度西北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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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都市、構成DMIC的運輸骨幹（関根仁博 2010, 15-17）。根據日本駐印度大

使館統計，赴印度投資的日本企業數，由2009年627家逐年增加為2019年1454

家（外務省 2021）。

雖然日印《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以下

簡稱：EPA）於2011年8月生效，惟因印度經濟景氣低迷，再加上不敵中共廉

價商品的競爭、日本企業在印度製造網絡與FDI有待擴大等因素，以致EPA對

擴大日印貿易效果有限（小島真 2017, 197-220）。如表2所示， 2010年以降的

日本對印出口僅緩慢上揚，而印度對日出口於2014年達到高峰後下滑，2018

年日印貿易總額甚至只有中印貿易的五分之一。
7
不過，隨著中國大陸市場磁

吸力道的減弱、近期中印國境衝突波及兩國經貿關係，再加上印度積極整備

基礎設施與改善投資環境的情況下，具有戰略意涵的日印經濟合作關係逐漸

緊密化，將是指日可待。例如，近兩年日本對印FDI快速成長、對印ODA居高

不下，在此背景下，日本企業積極參與印度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日本企業投

資印度的意願與商機（小島真 2020）。印度退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決定，雖然導致日

印兩國共同牽制中共的構想胎死腹中，但是，基於自外於亞洲經濟發展的憂

慮，印度勢必更加重視與日本的雙邊經濟關係。

二、中共威脅導致日印增強安全合作

2000年8月重新啟動的日印關係，由後冷戰初期「經濟上日本支援印度」

形態，轉變為「為牽制中共而建構夥伴關係」的戰略合作形態，中共崛起因素

扮演著催化劑角色（三船惠美 2017, 121-142）。佐野秀太郎指出，中共在中

印國境地帶以及東海的獨斷舉動，驅動日印兩國深化安全合作；而中共持續在

7	 莫迪執政後的印中關係處於「政冷經熱」狀態。中共是印度最大的進口國與貿易赤字

國，為削減印中貿易赤字以及提倡印度製造，瞄準印度內需的中方企業擴大對印投資

的可能性高。不僅如此，印度雖然杯葛一帶一路，卻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最大貸款國，迄2019年9月為止，AIIB共
計融資給印度的基礎設施案件約30億美元，佔AIIB對外融資30%。熊谷章太郎（2020, 
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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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的獨斷舉動，以及在印度洋增強軍事存在，最終迫使日印兩國緊密化海洋

安全合作（Sano 2017）。中共2020年度國防預算1.268兆人民幣，大約是日本

的4倍，挾其崛起軍力以強化對東海與南海的支配權，升高日本的不安。對印

度而言，與日本發展緊密關係的動機，除了經濟發展誘因之外，也具有平衡中

共威脅的思考。瑪莎爾（Arpita Mathur）認為，印度是探討日本因應中共崛起

與美國霸權衰退的戰略挑戰之顯著變數，日印兩國在對應中共崛起議題上具

有共同戰略利益（Mathur 2013, 127-148）。中共提出「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構想，企圖在印度洋周邊建構可作為未來海軍前進部署的基地，甚

至以反恐、反海盜為名，積極增強在印度洋的軍事存在，讓印度感受到芒刺在

背（伏見威蕃訳 2008, 70）。誠如拉賈戈帕蘭（Rajagopalan 2017）所言，印

度與美國結盟，透過美國協助強化軍力，是因應中共威脅的最佳戰略選項，而

日本既是美國同盟國，也擁有協助提升印度軍力的高科技，自然是印度結盟的

理想對象。

安倍第一次內閣時期，致力於將日印兩國海洋安全合作，擴大為納入美

國與澳洲的四國架構。美日印澳四國於2007年，舉辦首次局長級安全對話，

並且實施外加新加坡的五國海軍聯合演訓「馬拉巴爾」（Malabar），浮現四

方安全合作的輪廓。其後，四方對話雖然因為中共反彈而中斷，日印兩國的

安全合作並未受到影響，先後發表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及其行動計劃，持續建

構雙邊與多邊戰略對話與合作架構（Mukherjee and Yazaki 2016, 1-31；外務省 

2009a）。2012年6月，日印兩國海軍在東京外海相模灣首度實施聯合演訓，為

共同確保海洋交通線安全的合作奠定基礎。2013年5月，印度首相辛哈赴東京

訪問，與再次執政的安倍達成共識，決定今後兩國海軍定期實施聯合演訓（外

務省 2013）。同年12月，日印海軍在印度清奈（Chennai）外海實施第二次聯

合演訓，開啟雙方海軍定期演訓機制。雖然如此，辛哈為避免刺激中共，依然

婉拒日本再度參與美印兩國定期實施的「馬拉巴爾」演訓。

不過，莫迪政府成立後，不但邀請日本參加「馬拉巴爾」，甚至於2016

年允許日本成為正式成員，美日印三國海軍定期演訓機制於焉形成。不僅如

此，日印兩國陸軍與空軍亦於2018年，首度在印度實施聯合演訓，讓日印兩

國三軍都具備聯合演訓機制。再加上日印兩國已締結《防衛裝備品・技術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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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協定》、《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以及ACSA協定，有助於強化兩國部

隊間的「相互可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使用對方基地進行後勤補給，

強化日印特別戰略夥伴關係的軍事基礎。為落實防衛裝備與技術移轉合作，

日印雙方成立「防衛裝備・技術協力事務層級協議」（Joint Working Group on 

Defenc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並且於2017年9月首次召開

官民共同參與的「防衛產業論壇」，期待以官民合作的形態強化兩國軍工產業

合作（防衛省・自衛隊 2019）。換言之，日印戰略夥伴關係在軍事層面的制

度化發展，不僅具備三個軍種聯合演訓與高層互訪、武器裝備的共同開發與移

轉、軍事情報交換與後勤支援等機制，甚至與美國、澳洲建立起兩組三邊或

四邊的海軍聯合演訓，以因應中共在印太海域增強兵力投射的挑戰。其中，

值得矚目的是，儘管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間以及日相安倍宣布辭職情況

下，日本駐印度大使鈴木哲依然於2020年9月9日，在新德里與印度國防部次

長庫瑪簽署《日印ACSA》協定，進一步深化日印兩國軍事合作關係（外務省 

2020d）。

誠如沃爾特（Walt 1997, 170）所言，對話架構的制度化與共同價值觀，

乃是同盟關係不可或缺的條件。以日相小泉訪印為契機，日印兩國啟動首腦定

期互訪，逐步建構外交、海洋安全、軍事等雙邊交流與戰略對話的制度化，以

及加入美國或澳洲的三邊或四邊戰略對話（表3）。2019年11月30日，日印兩

國將2010年啟動的次長級「2+2會議」提升為部長級對話，並且決定在2020年

首度實施兩國戰鬥機共同訓練（外務省 2019b）。8
利馬耶（Satu Limaye）指

出，中共因素是促使美日印三國接近的重要原因，美國認為日印強化戰略夥伴

關係有助於亞太防衛，將印度定位為美國的「重要防衛夥伴」（Major Defense 

Partner），積極建構美日印三邊局長級、部長級戰略對話與安全合作架構（サ

トゥ・リマイエ 2017, 101-119）。其次，日印澳三國也於2015年6月，在印度

首度召開三邊外交次長級對話，與美日印三國架構相輔相成，凸顯日印戰略

夥伴關係的緊密性。2017年11月12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復活，其後

8	 預定於2020年首度實施的日印戰鬥機共同訓練，因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而延期，迄
今（2021年2月）仍未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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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年兩次的頻率召開，並且於2019年9月26日，在紐約召開第一次部長級對

話。翌年10月6日，雖然COVID-19肆虐全球，第二次部長級對話依然在東京

召開，並且決定予以定期化（外務省 2020e）。

表3　日印防衛合作與安全戰略對話現況

性　質 成果與現況

外交與安全戰略

對話

1.  2008年發表「安全保障共同宣言」、2009年發表促進安保合

作「行動計畫」

2.  兩國間：印度國家安全顧問與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對話、

外長戰略對話、外交次長對話、外交與國防部長「2+2會

議」

3. 三國間：日印美領袖/部長/局長級對話、日印澳次長級對話

4. 四國間：美日印澳局長級/部長級對話

海上執法機關交

流與對話

自2000年以降，每年實施日本海上保安廳與印度海岸警衛隊的

共同訓練，以及機關首長定期會晤

防衛交流與合作 1.  國防部長定期會談（2009年以降每年實施）、國防次長定期

政策對話、軍事高層互訪

2.  2015年12月簽署日印《防衛裝備品・技術移轉協定》、《秘

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2020年9月簽署ACSA協定

核能合作 2016年11月簽署《日印核能和平合作使用協議》

陸海空各軍種聯

合軍事演訓

1. 2012年起，日本海上自衛隊與印度海軍定期實施聯合演訓

2.  2018年10月，日本陸上自衛隊首度在印度東北邦與印度陸軍

實施聯合演訓「達摩守護者」（Dharma Guardian）

3.  2016年，美日印三國海軍定期演訓「馬拉巴爾」機制正式成

立；2020年11月再加入澳洲。

4.  2018年12月，日本航空自衛隊與印度空軍在印度北部實施

第一次聯合演訓「親友-18」（Shinyu Maitri-18），日方並

以觀察員身分參加美印空軍聯合演訓「應對印度」（Cope  

India）。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日本外務省官網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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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印太區域為合作場域

印太海域是全球經貿運輸大動脈，從印度洋西岸非洲之角、連接紅海和亞

丁灣，再從東岸孟加拉灣與安達曼海，穿越麻六甲海峽或巽他海峽、龍目海

峽等連結西太平洋，向來被日本視為生命線。面對中共在南海建構軍事據點、

強化在印度洋的軍事存在等措施，日本除了強化日印戰略夥伴關係、拉攏英法

兩國介入南海之外，更透過協助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強化海洋安全合作以

資反制（Hart 2017）。另一方面，印度積極推動挺進亞太區域的東進政策，

將其視為印度參與亞太事務的基石（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7），日印戰略夥伴關係自然成為其東進的戰略依託。

2015年12月，安倍與莫迪在新德里發表「日印願景2025」共同聲明，勾

勒雙方確保印太區域和平與繁榮的具體措施，以及促進印太區域投資與合作確

保和平穩定的路線圖。雙方期待印度的東進政策與日本的「高品質基礎建設

夥伴關係」構想發揮共振效應，促進日印兩國經濟發展以及印太區域的繁榮。

2016年8月，安倍發表印太戰略，再度表明將透過強化印太區域的連結性，以

促進區域穩定與繁榮的決心。同年11月，安倍與莫迪在東京達成共同締造自由

開放印太的共識，勾勒雙方推動從東南亞沿著歐亞大陸塊外緣連結非洲的「亞

非成長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構想，提升印太區域的經濟、社

會、連結性、「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以及海洋交通線安全（外

務省 2016b）。誠如印度智庫學者所言，對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是

否持續提供安全承諾之憂慮，以及中共在印太區域強化軍事存在之不安，導

致日印兩國積極提升雙方在經濟面與安全面的合作（Jagannath P. Panda 2020, 

1-20）。

2017年9月，莫迪與安倍再度發表共同聲明，強調日印兩國將提升海洋安

全合作與印太區域的連結性、以及與ASEAN合作，並且強化與美國、澳洲等

國之間的兩組三邊合作。同時，為強化印太海洋交通線安全，雙方將關注兩國

海軍在反潛作戰等領域的緊密合作（外務省 2017）。其中，日本協助印度提

升印度本土與東北各邦、南亞周邊、東南亞之間的連結性，不但有助於日本出

口基礎設施系統以促進日本經濟再生，也有助於印度與ASEAN的經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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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協助印度補強東北防衛的脆弱性，具有經濟與國防的雙重意涵。
9 誠如前

印度外交部次長渥華（Anil Wadhwa）所言，印度基於國防安全而致力於提升

東北國境連結性，日本扮演協助印度的重要夥伴（Wadhwa 2018）。其次，

印度也積極建構清奈與緬甸實兌（Sittwe）、吐瓦（Dawei）之間的海洋交通

線，與經由印度東北進入緬甸的陸路交通線匯合，不但提升印度與東南亞之間

的連結性，也凸顯孟加拉灣與安達曼海的地緣戰略對印度的重要性（堀本武功 

2017, 3-10）。另一方面，美國也決定與日印兩國合作，支援民間企業投資印

太區域具戰略價值的港灣基礎設施建設，以稀釋化一帶一路構想的影響力（日

本経済新聞 2018b）。

有鑒於近年來中共海軍頻繁進出印度洋，印度積極強化可扼制麻六甲海

峽西北端出入口的安達曼-尼科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三軍

聯合作戰司令部的戰力（多維新聞網 2019）。其次，印度允許日本企業建

構島上發電與供電系統，以及與清奈之間的海底光纖電纜等基礎設施，就如

同印度接受日本援助開發東北各邦一樣，是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緊密化的象徵

（Barry 2016）。此外，印度考慮與美日合作在蘇門答臘與孟加拉灣之間，

鋪設海底「聲紋偵測感應器」（sound surveillance sensors）鏈，以監控中共

潛艇進出印度洋的動態（Singh 2016）。另一方面，針對中共取得漢班托塔

（Hambantota）港，日印兩國則聯手協助開發斯里蘭卡在英國殖民時期的海

軍基地亭可馬里（Trincomalee）港，並援助新建可倫坡（Colombo）港貨櫃碼

頭以資抗衡（長尾賢 2017b）。對印度而言，印度洋是具有高度戰略意涵的後

院，如果國際社會期待印度擔負起抗衡中共的角色，就應該協助印度發展國

力，而日本在過去5年間，扮演協助印度發展的最重要戰略夥伴（フォーリン
・プレスセンター 2019）。

以再度加入「馬拉巴爾」演訓為契機，日本自2017年起每年派遣被稱為

直升機航母、「出雲」（IZUMO）級護衛艦（Helicopter Destroyer, DDH）編

9	 印度東北部存在追求獨立勢力，以及與中共具有主權爭議、被稱為藏南的阿魯納洽爾

邦，而印度本土與東北部必須仰賴寬僅14英哩的西里古里（Siliguri）走廊，造成2017
年夏中印國境部隊在洞朗（Donglang）對峙事件的背後因素，存在印度對東北防衛脆
弱性的不安（安迪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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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赴南海與印度洋實施長期演訓，讓日印海軍合作日益緊密。由於日印兩國

已簽署ACSA協定，與美日ACSA協定、美印《後勤交流備忘錄》（Logistics 

Exchang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相結合，印度或可提供安達曼-尼科巴

群島軍事設施給日美兩國使用，有助於強化美日印三軍的相互可操作性（Tan 

and Hussain 2020; Sano 2020）。另一方面，美國國防部於2019年6月公布《印

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表明，美日同盟是印太區域和

平與繁榮的基石，印度則是美國的最親密同盟與夥伴，美日印戰略夥伴關係

是美國確保印太區域自由與開放的合作機制（DoD 2019），為日印戰略夥伴

關係注入強心劑。不僅如此，日本於2018年底公布新版《防衛計畫大綱》表

明，將在海洋安全等廣泛領域，與印度進行以共同演訓、防衛裝備與技術為

主軸的軍事合作，並且強化日美印、日美澳三邊軍事合作（防衛省・自衛隊 

2018）。在此基礎上，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定期化召開部長級對話，

有助於強化日印特別戰略夥伴關係的多層次合作架構。

不過，日印兩國強化在印太區域的戰略合作，有別於與中共針鋒相對的

美國印太戰略。事實上，以日相安倍於2017年5月派遣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

出席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及中共國務委員楊潔

篪於兩周後訪問日本為契機，因釣魚臺島嶼國有化事件而惡化的日中關係逐

漸回暖，不但恢復中斷7年的外長與首相（總理）的互訪、重啟高級別經濟對

話，也簽署延宕多年的「海空聯絡機制」備忘錄，以及經貿金融等領域合作

的52項協定。安倍於2018年10月訪問北京之際，雙方同意以「將競爭轉向協

調」、「互為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發展自由公正的貿易體制」作為發展

日中關係的三原則，建構兩國企業共同參與「第三方市場合作機制」（外務省 

2018b；国際協力銀行 2018）。為因應日中關係的改善，以及消除日本與美國

合作建構反中集團的疑慮，日本外務省官網在安倍訪中前夕，將「自由開放

印太戰略」改為「自由開放印太構想」，其後安倍也絕口不提印太戰略的「戰

略」二字。

另一方面，在經歷2017年中印國境部隊在洞朗對峙事件，印度首相莫迪

於2018年4月在武漢與習近平進行非正式峰會，企圖修補瀕臨破裂的中印關係

（蘋果日報 2018）。印度學者將此峰會視為重新設定印中關係的契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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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美國對印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為避免印中兩國直接衝突（伊豆山真理 

2019, 2-9）。6月1日，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The Shangri-La Dialogue）

演講壇上表示，武漢峰會讓他意識到強固且穩定的印中關係，是全球和平與

進步的重要因素。莫迪強調，印度不將印太區域視為對他國的戰略，或者是

限制成員加入的俱樂部，藉此向北京伸出友好的橄欖枝（Ministry of External, 

Government of India 2018）。在此背景下，莫迪於翌年11月4日發表「自由開

放與包容的印太」（Free, Open, and Inclusive Indo-Pacific）倡議，似乎意在與

針對中共的美國印太戰略劃清界線。

不過，在COVID-19全球肆虐之際，中印國境部隊於2020年6月在爭議邊

界爆發肢體衝突，造成1962年中印國境戰爭以來最大的人員傷亡，導致雙方

各自增強邊境部隊部署的緊張狀態。其後，印度媒體傳出印度海軍強化安達

曼-尼科巴群島附近航道的水下偵測能力，以期監控中共海軍進出麻六甲海峽

的動態，甚至派遣軍艦進入南海（中央通訊社 2020）。另一方面，日本新首

相菅義偉將中共外長王毅來訪日程，推遲到日本舉辦美日印澳四方部長級對

話，以及美日印澳四國海軍實施「馬拉巴爾」演訓之後，不無向中方展現四方

安全合作關係的政治意涵。誠如莫漢（Mohan 2017）所言，莫迪加入四方安

全合作機制，並非意味著印度放棄獨立自主外交路線，而是為確保在核心議題

上牽制中共的籌碼。儘管印度避免過度刺激中共而對四方安全合作保持若即若

離的姿態，但是，中共過度自信的強勢姿態讓印度感到憂慮，迫使印度向美國

及其同盟國傾斜，與日本簽署ACSA協定、定期化四方部長級對話機制、以及

同意澳洲再度參與「馬拉巴爾」演訓（Wyeth 2020）。

伍、結論

本文以「結盟」的概念，探討日印兩國基於安全與經濟的動機，以戰略夥

伴關係之名，發展戰略合作及其制度化的過程。對印度而言，日本是其跨入

亞太區域的重要經濟夥伴，日本透過ODA協助印度提升與東南亞之間的連結

性，特別是兼具國防戰略價值的印度本土與東北各邦的交通連結，奠定日印兩

國在印太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對日本而言，基於分散對中投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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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印度經濟發展的需求以及龐大消費市場，為日本企業提供投資印度的商

機。因此，確保印太區域的自由與繁榮的共同利益，即成為日印兩國締結戰略

夥伴關係的經濟動機。其次，由於中共積極強化印太海域的軍事存在，成為日

印兩國共通的懸念事項，再加上日印兩國各自與中共存在領土爭議，合作牽制

中共在印太區域的獨斷舉動，成為雙方締結戰略夥伴關係的安全動機。但是，

日印雙方並未承諾相互防衛來自中共的威脅。建構多層次的政治、外交、安全

與戰略對話、軍事交流與聯合軍事演習，卻又不提供相互防衛的承諾，乃是日

印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特徵，也意味著日印兩國不具備同盟的核心要素。

在建構緊密經濟發展合作的同時，日印兩國也陸續建構外交、安全、戰略

等領域雙邊與多邊戰略對話，以及陸海空三軍共同訓練、特別是與美國、澳洲

海軍聯合演訓的「馬拉巴爾」等軍事合作機制，讓部分論者認為日印兩國已是

準同盟關係。不過，以傳統同盟理論、主要是防衛承諾的觀點來看，現階段的

日印戰略夥伴關係，顯然尚未達到同盟或準同盟的程度。從理論層面來看，戰

略夥伴關係不等同於同盟，而日印兩國也各自存在難以跨越的同盟門檻。從實

踐層面來看，日印戰略夥伴關係是為實現雙方共同戰略目標的「目標驅動」，

不是承諾防衛或嚇阻威脅的「威脅驅動」。其次，印度堅持戰略自主、不捲入

與國家利益無關的紛爭，日本則受限於憲法第九條規範，以及反對《和平安全

法制》所展現的和平主義或不願捲入他國戰爭的民意制約，必然限縮日印兩國

發展同盟的空間。再加上雙方顧慮到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三核武大國的中共

採取反制措施。例如，中共可以對日印兩國實施經濟制裁，或者是在軍事上增

強針對性的核武部署、升高中印國境與釣魚臺周邊海域的緊張關係，甚至與巴

基斯坦或北韓合作建構以印度、日本為對象的敵對同盟，都是日印兩國所要避

免的事態。

連結美國、澳洲等民主海洋國家，建構自由、開放與繁榮的印太區域，成

為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戰略目標，在此目標驅動下，雙方合作提升印太區域的

連結性、經濟合作、以及確保海洋交通線安全。中共崛起導致區域權力結構失

衡，驅動日印兩國結盟—締結戰略夥伴關係或同盟，乃是毋庸置疑。不過，

誠如前述史奈德所言，同盟要付出被捲入或背棄、限縮本國戰略選項等同盟困

境的風險或代價，日印兩國雖然擁有共通的民主價值、在印太區域的共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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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制度化的政治、經濟、外交、戰略等領域之對話與合作機制、以及陸海空

三軍共同演訓等同盟的構成要素，但是，並非意味著雙方願意付出代價----分

攤責任或風險，而這正是同盟最重要的構成要素之一。更重要的是，日印兩國

雖然共有中共的威脅認知，但是，對應威脅的途徑卻未必一致。印度不至於為

發展印日同盟關係而犧牲印中經貿關係，從莫迪政府對印太戰略不即不離的態

度，不難看出其在日中兩國之間取得平衡的意圖；而日本在強化日印戰略夥伴

關係的同時，也務實地改善與中共關係。日印兩國對中政策的務實性，主要在

於雙方與中共具有緊密的經濟相互依賴關係。在此情況下，日印兩國在現階段

的戰略夥伴關係，很難套用在以中共為假想敵的同盟框架。

不過，即使日印雙方在現階段無法承諾相互支援對應與中共的軍事衝突，

但是，日印兩國的防衛合作，勢必讓中共陷入必須同時挹注國防資源在東海與

中印國境的海陸兩面戰線、備多力分的困境，有助於減輕中共對日本或印度的

軍事壓力。因此，日印特別戰略夥伴關係是一種具有促進包括經濟上與安全戰

略上共同利益的政策議題取向、「結盟而不同盟」的戰略合作關係，其發展動

向將受到今後日中與印中關係演變，或者是中共在印太區域是否依然持續強悍

推動所謂「戰狼外交」的影響。

 （收件：108年11月9日，接受：11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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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India since 2005, and 

whether or not both countries will move toward an alliance. To clarify further, 

Japan and India have disputes ove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with China, and 

China has actively expanded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us, balancing China’s threa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otive for Japan-

India to develop strategic cooperation. Since September 2014, Japan and India 

have promoted the strategic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to a “special strategic global partnership,” in which it outlined a roadmap 

for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o jointly develop the 

freedom, openness,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sea-lanes in the Indo-Pacific Ocean.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domestic consensus and power projection, as well as concerns about China’s 

countermeasures, it is impossible for Japan and India to form an alliance 

targeting China now or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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